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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的效应、 

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湖南省长沙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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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农民集中居住意愿及影响因素可为地方政府科学地制定农民集中居住政策提供参考。城市边缘

区作为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地，研究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长沙市为例，

从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两个方面，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影响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意愿的因素主要有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居住房屋修建

年份、家庭人口数量、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家庭宅基地面积和承包地面积、家庭居住房屋类型等，地方政府应该积

极完善农民集中居住区公共服务，加大农民就业服务力度，有针对性地引导农民集中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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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已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阶段，即聚焦城乡融合发展。[1]当前，我国正处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

为缓解城乡建设用地配置失衡、推进农村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我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农民集中居住。如苏

南、浙江等发达地区通过“宅基地换房”、“三集中”等手段推进农民集中居住。[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

展，农村的经济区位在不断分化，逐渐形成了城中村、城郊村和农区村三种类型。位于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城中村和城郊村成

为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的重要来源地。由于城中村区位优势优于城郊村，农房出租和出售收益高于城郊村，使得征地拆迁的成本、

难度和阻力等比城郊村大，因而位于城市边缘区范围内的城郊村成为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地。农区村受耕作半径、宅

基地上开展养殖和种植、农房内储存农机具和粮食等因素影响，农民集中居住的限制性比城中村和城郊村要大。因此，研究城

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通过文献检索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对农民集中居住问题的研究比较多，主要集

中在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福利变化、集中居住后的行为、集中居住模式和引导策略等方面的研究，对农民集中居住意愿及影响因

素也有部分研究成果，[3～7]但目前尚未发现专门研究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成果。因此，我们将以长沙市为

例，对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能为地方政府科学地、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民集中居住政策提供

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定 

1．理论分析 

(1）农民集中居住的效应分析。农民集中居住是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引导分散居住的农民向中心村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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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附近居住的过程。规模经济理论认为，在规模开始扩张的阶段，由于规模扩大而降低单位成本的经济叫规模经济。规模经济

可以用一个 U 形的曲线来表示，随着乡村规模的扩大，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将向最低点移动，在乡村的规模尚未达到最优

规模之前，规模越大，经济效益越明显。农民集中居住，改变农民分散居住的格局，扩大单个村庄的集聚规模，当村庄规模小

于最优规模时，农民集中居住可以降低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成本。如果农民分散格局得不到改善，欲改变农村居民

点基础设施状况差的格局必然会消耗大量的资金。 

根据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理论，农民集中居住属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表现。农民集中居住后将村庄内闲置或利用率不高的

宅基地进行综合整治，一方面可以将其复垦为耕地，另一方面可以置换成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下的城镇新增建设用地

指标，从而实现农村土地资源有效配置、高效利用。 

对于绝大多数农民而言，宅基地是一种保障，可以给农民带来福利。农民集中居住后，宅基地发生了流转或退出，农民的

福利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根据影响的性质差异，可以将集中居住对农民福利的影响分为经济影响和非经济影响。集中居住对

农民经济福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收入和生活成本的变化，集中居住后，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演变，农业收入的占比下降，同时

农民生活的总支出相应地增加。集中居住对农民福利的非经济影响包括的内容较为丰富，如公共服务、居住环境、社会交往等。

一般而言，农民集中居住，有利于地方政府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便利农民日常社交。 

综上所述，农民集中居住的正面效应体现在降低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成本，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改善农民居住环

境，便利农民日常社交等方面；负面效应体现在会适当增加农民的生活成本，以及影响农民的收入结构，对非农就业能力弱的

农民会造成一定的冲击。 

(2）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分析。一般而言，农民集中居住是整个家庭集体决策的行为。国内外关于农户行为的研究主要有

几方面观点。一是“理性经济人”假定。“经济人”是经济学发展历史中最为悠久、最基本的人格假设。其主要内容包括：其

一，人是自私自利的，人类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其二，人是利益最大化取向，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其三，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有助于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加。穆勒等学者认为“经济人”是会计算、创造并能获取最

大利益的人。在研究农户行为理论中，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认为，在一个竞争的市场机制中，小农户与企业家一样，

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8]二是“道义小农”观。美国经济学家斯科特 1976 年以 20世纪初的东南亚小农户

为例，考察了东南亚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后，提出了“小农道德经济”说，认为小农户的经济行为更多是基于道德考量而非理

性，小农户之间具有强烈的互惠观，他们信奉“生计第一”和“安全第一”，更加倾向于获取较为稳定的产出，其追求安全的

偏好高于对利益的追求，当某一项新的生产技术高收益和高风险并存时，小农户更加倾向选择风险小的生产技术，哪怕这种生

产技术的收益要低得多。
[9]
斯科特认为农户是“道义小农”，是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实现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

存保障。[10]三是黄宗智认为中国大多数农户无法割舍几亩农地，大多是以“半无产化”的方式依附在小农经济之上，中国小农

户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和非农务工收入，这种收入格局存在于大多小农户。因此，黄宗智认为用单一理论无

法解释中国农户行为，需要将企业行为与消费者行为理论相结合起来，农户既追求利润最大化，也追求效用的最大化。[11]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认为，对于城市边缘区的农民而言，受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影响明显，其理性动机和生存逻辑

并存，对于城市边缘区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民，其理性具有异质性。[12]农民对于集中居住是否有需求和意愿，受多种因素影响，

地方政府应该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统筹考虑，研究影响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引导农民集中

居住。 

2．研究假定 

我们在吸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农民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等角度确定了影响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因素，归纳

起来主要包括农民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两个方面，并从这两个方面给出以下研究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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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个人特征影响集中居住意愿。不同特征的个体对于新事物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是存在差异的，具体到集中居住这个

问题，由于传统农居大多都是分散居住为主，随着社会转型，集中居住成为一种新趋势，但不同特征的农民对集中居住的看法

和接受程度是存在差异的。根据前述理论分析，在个人特征方面主要选取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购买保险等 4 个因素，

并作出如此假设：随着社会发展，性别在家庭居住决策的影响差异难以判断，故性别对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假定为不确定；年

龄越大，越需要完善的养老服务和医疗服务，集中居住有利于提供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故年龄较大，其集中居住的意愿较强；

文化程度越高，对新事物接受能力越强，其集中居住意愿越强；是否购买保险主要包括是否购买社保和商业保险，农民所拥有

的保障水平越高，集中居住的顾虑越少，集中居住的意愿越强。 

(2）农民家庭特征影响集中居住意愿。家庭是一个成员之间紧密联系的经济组织，随着社会转型，家庭的人口构成、收入

构成、资源占有、财产状况等因素对一个家庭生产生活决策有重要影响。在集中居住方面，家庭收入状况、人口、住房等情况

直接影响到农户的行为决策。因此，在农民家庭特征方面，我们研究选取家庭人口数量、家庭年收入、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

庭人均住房面积、家庭宅基地面积、家庭承包地面积、家庭居住房屋修建年份、家庭居住房屋类型、家庭在城镇是否有房等 9

个因素，并作出如此假设：家庭人口越多，集中居住后生活拥挤程度增加，农民集中居住意愿较弱；家庭年收入越高，往往非

农化程度较高，集中居住的意愿较强；家庭收入来源非农收入占比越高，集中居住意愿较强；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宅基地面积

和承包地面积越大，往往预期征收补偿越高，在尚未征收的情况下，其集中居住意愿较弱；由于政府管控，在城市边缘区不能

随意改扩建住房的情况下，家庭居住房屋修建年份越长，其集中居住改善居住条件的意愿更强；家庭居住房屋属于楼房的农户，

由于精装修在农村地区不断普及，其集中居住的意愿较弱；家庭在城镇有住房，一般都愿意保留在农村的独立住房，集中居住

意愿较弱。 

二、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研究区域概况 

湖南长沙市位于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和长浏盆地西缘，其地域范围为东经 111°53’～114°15’、北纬

27°51’-28°41’。其东邻江西省宜春地区和萍乡市，南接株洲、湘潭两市，西连娄底、益阳两市，北抵岳阳、益阳两市。长

沙市东西长约 230km，南北宽约 88km。全市土地面积 1.1819 万 km2，辖芙蓉、天心、岳麓、开福、雨花、望城 6 区以及长沙县

及宁乡、浏阳两市。 

长沙是湖南省省会，位于湖南省东部，是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科教中心，亦是长株潭城市群中心城市，中

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副中心城市。近年来，长沙市经济快速发展，GDP 由 2008 年 3000.98 亿元增加到 2018 年 11003.41 亿

元，城镇化率由 61.25%提高到 79.12%。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发展，长沙市城市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由 2008 年的 243km2

增长到 2018 年 434km2，且伴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城市建成区面积依然以年均 10.2km2的速度在高速增长。城市建成区面积扩

大离不开城市边缘区农村的征地拆迁，在城市边缘区建设农民集中居住区是有序推进征地拆迁的重要手段。 

2．数据获取 

文中所使用的数据源于我们于 2018 年 8月的实地调研。根据长沙市《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2014年修订），

结合长沙市规划局对长沙市城市边缘区的界定，1选取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望城区丁字镇和岳麓区雷锋镇作为调查区域。这三

个乡镇离中心城区距离近，属于城市建设重点拓展区域。我们以农村原著居民为对象，运用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在 3个镇共发放调查问卷 760 份，其中回收问卷 751份，有效问卷 742份，问卷有效率为 98.8%。在 95%的置信区间内，允许的

误差范围±5%，各样本层的样本容量需不低于 100 份。回收的问卷中跳马镇有效问卷 325 份、丁字镇 227 份、雷锋镇 190 份。

被调查对象中，30岁以下的 121 人，占有效样本的 16.3%;30～40 岁之间的 135 人，占比 18.2%;40～50 岁之间的 172 人，占比

23.2%;50～60 岁之间的 165 人，占比 22.2%;60 岁以上的 149 人，占比 20.0%。从样本的年龄构成来看，被调查对象中 40 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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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人口数量较 4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偏少，符合当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现状。从样本的性别构成来看，男

性 380 人，占比 51.2%；女性362 人，占比 48.8%。因此，我们所调查的样本年龄结构分布均匀，性别比例均衡，样本来源科学

合理。 

3．农民集中居住意愿分析方法 

由于农民是否有意愿集中居住是一个二分变量，我们选择使用非线性概率模型中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以分析农民集中居

住意愿的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采用的是逻辑概率分布函数（cumulative logistic probability function），其具体形

式如下所示： 

 

简化后得到 

 

在该回归模型中，农民是否愿意集中居住为因变量，愿意集中居住定义为 Y=1，不愿意集中居住定义为 Y=0，εi为误差项，

Xi为影响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因素，Pi为城市边缘区农民愿意集中居住的概率。 

(1）被解释变量。选取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是或否，具有集中居住意愿的定义为 Y=1，不具有集中居住意愿的定

义为 Y=0。 

(2）解释变量。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和研究假定，我们选取了13个与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相关的指标来分析影响城市边缘区

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因素。 

三、回归结果的检验与分析 

1．模型的检验 

我们在家庭及个人特征方面，选取了 13个自变量来反映可能会对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产生影响的因素。为了避免

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导致分析结果失去研究价值，所以我们先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我们使用 SPSS16.0对变量进行多

重共线性检验，得到调整后的 R2值为 0.864,DW统计量为 2.033，说明变量间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度和不相关性。根据方差分析表，

F 统计量为 49.073,sig 值为 0.000<0.05，说明所有偏回归系数不全为 0。根据计算出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条件指数（CI）

和 14维度的特征根（见表 1 和表 2），不存在 VIF 和 CI 大于 10，多维度特征根约为 0。因此，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

共线性，不必增加样本容量，也不必对自变量进行剔除和整合，可对 13个自变量进行建模分析。 

表 1方差膨胀因子 

自变量 方差膨胀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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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X1 1.017 

年龄 X2 1.562 

文化程度 X3 1.644 

是否购买保险 X4 1.096 

家庭人口数量 X5 1.224 

家庭年收入 X6 1.411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X7 1.134 

家庭人均住房面积 X8 1.618 

家庭宅基地面积 X9 1.814 

家庭承包地面积 X10 1.267 

家庭居住房屋修建年份 X11 1.287 

家庭居住房屋类型 X12 1.211 

家庭在城镇是否有房 X13 1.221 

 

表 2条件指数和特征根 

维度 条件指数 特征根 

1 1.000 9.787 

2 1.421 8.836 

3 1.960 8.624 

4 2.325 7.523 

5 2.406 7.504 

6 3.068 6.881 

7 3.288 6.248 

8 3.594 5.525 

9 4.680 5.219 

10 4.884 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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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5.100 4.149 

12 5.627 3.332 

13 5.675 3.130 

14 6.614 2.035 

 

对变量建立逻辑回归模型，为了检验模型的有效性，我们选取了 H—L检验和 Omnibus检验（见表 3和表 4）。由表 3可知，

模型的卡方统计量为 4.484，显著性水平为 0.811，故不能拒绝原假设，模型拟合效果较好。由表 4可知，模型以0.000(<0.01）

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 Omnibus 检验，说明模型的自变量中至少有一个与因变量显著相关。而建模后预测值与观察值的一致率为

87.6%。 

表 3Hosmer 与 Lemeshow检验 

卡方 df 显著性 

4.484 8 0.811 

 

表 4模型系数的 Omnibus 测试 

卡方 df 显著性 

60.073 13 0.000 

60.073 13 0.000 

60.073 13 0.000 

 

由此，结合模型的多重共线性检验和有效性检验，我们不难看出，13个自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 

2．结果分析 

通过对样本的计量分析，性别X1、文化程度 X3、是否购买社保X4、家庭在城镇是否有房 X13等 4个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在样本中这 4 个变量的作用不显著。年龄 X2、家庭人口数量 X5、家庭年收入 X6、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X7、家庭人均住房面积

X8、家庭宅基地面积 X9、家庭承包地面积 X10、家庭居住房屋修建年份 X11、家庭居住房屋类型 X12等 10个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 

在样本中，愿意集中居住的农民有 384位，占比为 51.8%；不愿意集中居住的农民有 358位，占比为 48.2%。可见，对于样

本而言，愿意集中居住的稍占多数。因此，地方政府在开展农村居民点整治过程中，可以事先进行农民集中居住意愿调查，针

对辖区内居民集中居住意愿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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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特征变量来看，年龄（X2）对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变量系数为 0.322，存在正相关；显著性水平为 0.017，

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年龄越大，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越强。这可能是由于农民集中居住，地方政府一般会在农民集

中居住区布局相应的医疗设施、老年活动设施和健身设施等，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养老设施和健身设施可

以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从家庭特征变量来看，家庭人口数量（X5）对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变量系数为-0.193，存在负相关；显著性水平

为 0.022，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家庭人口数量越多，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越弱。这可能是由于家庭人口数量越多，需

要的住房面积越大，而当前农民集中居住区的单套住宅的面积并不大（政府为给农民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渠道，大多采取

多套、小面积的住房安置模式，有利于集中居住后的农民将多余的住房出租），农民集中居住生活便利程度会有所下降。 

家庭年收入（X6）对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变量系数为 0.303，存在正相关；显著性水平为0.000，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家庭年收入越高，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越强。这可能是由于农民家庭年收入越高，对优质的就学、就医服务的

需求愿望越强烈，集中居住更加有利于农民获取优质公共服务。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X7）对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变量系数为 0.427，存在正相关；显著性水平为 0.000，存在显

著差异。说明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对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影响最大，城市边缘区农民收入来源非农化越高，其集中居住

意愿越强。这可能是由于主要收入来源多元化程度越高，在农地细碎化、务农收入低的情况下，意味着农民的非农收入高，其

对农业的依赖越弱，对居住条件的要求不断提高，期望通过集中居住来改善居住条件。 

家庭人均住房面积（X8）对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变量系数为-0.263，存在负相关；显著性水平为 0.074，存在显

著差异。说明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越大，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越弱。这可能是由于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大，城市边缘区

农民预期未来征收可以获得更多的补偿，而集中居住按照人口多少来安置居住用房的面积，剩余的用货币补贴，家庭人均住房

面积大的农民预期集中居住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分散居住的状况。 

家庭宅基地面积（X9）和承包地面积（X10）对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变量系数分别为-0.342 和-0.211，存在负相

关；显著性水平为 0.000 和 0.021，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家庭宅基地面积和承包地面积越大，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越

弱。这可能是由于城市边缘区农民宅基地面积和承包地面积越大，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其预期未来被征收所获得的收

益会更多，使得其集中居住的意愿不强。 

家庭居住房屋修建年份（X11）对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变量系数为 0.289，存在正相关；显著性水平为 0.009，存

在显著差异。说明家庭居住房屋修建年份越早的房屋，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越强。这可能是由于家庭居住房屋修建

年份越早，则相比之下，内部设施相对较为陈旧，住房美观度下降，住房维护成本高，在城市规划区严格控制新建和改扩建住

房的条件下，家庭居住房屋修建年份早的农户大多将改善居住条件的希望寄托在集中居住，故其集中居住的意愿较强。 

家庭居住房屋类型（X12）对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变量系数为-0.252，存在负相关；显著性水平为0.095，存在显

著差异。说明家庭住房是平房的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更强，而家庭住房是楼房的农民则集中居住的意愿相对较弱。这可能是由

于平房相对湿度较大、通常设施设备相对不太完善，农民为改善居住条件，集中居住意愿强；家庭住房是楼房的农民大多内部

设备、装修条件与城市集中居住条件相差无几，其通过集中居住改善居住条件的空间较小，故集中居住的意愿不强。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上文在分析农民集中居住意愿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以长沙市为例，分析长沙市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的意愿及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长沙市城市边缘区农民是否具有集中居住的意愿与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居住房屋修建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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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人口数量、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家庭宅基地面积和承包地面积、家庭居住房屋类型等因素相关。家庭收入来源非农化程度

越高，农民集中居住意愿越强，在 384 位具有集中居住意愿的农民中，目前主要依靠农业这一产业的收入来源的仅占 3.9%。大

部分愿意集中居住的大多是年龄偏大，自身从事劳动较少，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依靠下一代，家庭收入相对当地村民较高，下一

代为子女享受优质的教育，把家中主要积蓄用于购买城市商品房，使得其在农村的住房年久失修。在不具备集中居住意愿的 358

位农民中，大多数家庭人口数量多，家庭承包地和宅基地面积大，家庭依然依靠农业生产，家庭收入不高，难以在城市购买商

品房，对城市优质教育等公共服务具有强烈的需求，但却难以实现，大多期望地方政府一次性将其承包地和宅基地一起征收，

对于单纯征收宅基地进行集中居住的积极性不高。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可得到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1．不断增强农民集中居住的吸引拉力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城市边缘区农民对城市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需求较为强烈，大多数农民期望第二代或第三

代能够享受到城市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进而提升后代的生存发展竞争力。因此，地方政府在推进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过

程中，应加大对农民集中居住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入，重点完善农民集中居住区公共服务，积极稳妥地推进集中居住

农民市民化进程，通过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医疗共同体、公共文化服务进社区等措施，为集中居住的农民提供优质的教育、

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增强农民集中居住区对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的拉力。 

2．因地制宜地推进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 

不同生计类型、不同资源禀赋农户对集中居住的需求和意愿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首先要考

虑农民的需求和意愿，不能采取行政手段强行推进农民集中居住，不能不顾及农民的意愿搞大规模的拆旧建新活动，保障农民

集中居住过程和谐推进。根据长沙市城市边缘区实证研究的结果，地方政府应该重点针对家庭收入非农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民进

行引导，引导其积极地退出农村宅基地，搬进农民集中居住区，为地方政府产业建设获取一定的建设用地指标，同时改善农民

人居环境。 

3．加大城市边缘区农民就业服务力度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愿意集中居住的农民中，家庭收入非农化程度较高。因此，地方政府要推进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

必须提高农民的非农化程度，吸引更多的城市边缘区农民从事第二、三产业，逐步引导城市边缘区农民摆脱对农民经营收入的

依赖。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加大城市边缘区农民培训力度，增强城市边缘区农民的非农就业竞争力。另外一方面，城市边缘

区所属街道和乡镇就业服务部门可以建立起与城市产业园区、服务业市场主体的沟通渠道，多渠道增加城市边缘区农民非农化

就业机会。 

4．地方政府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应量力而行 

建设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农民集中居住区需要大量的投资，地方政府在推进过程中要结合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的实际情况统筹考虑，根据农民的需求、意愿和产业发展需要稳步推进。各地要禁止条件不足时盲目地大规模推进，做到

农民集中居住前后地方政府财务平衡，避免推进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形成新的地方政府债务，或降低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标准，

或形成农民集中居住区烂尾工程，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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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长沙市城市边缘区发展规划（2010-2020）》将星沙镇、榔梨镇、黄花镇、高塘岭镇、暮云镇、干衫镇、黄金镇、星城镇、

含浦镇、雷锋镇、丁字镇、跳马镇、北山镇、坪塘镇、安沙镇、桥驿镇、莲花镇、黄兴镇划为城市边缘区。 


